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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 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

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

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

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

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

综合影响。

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

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

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

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

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

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

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

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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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①

原 新

2022年末全国人口 141 175万人，比上年末净

减少 8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 956万人，死亡人口

1041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②，出现新中

国成立以来人口正常发展状态下的首次负增长。

总人口看似只有-0.60‰净减少的微小变化，却预

示着常态化、稳定的和长期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已

定。人口负增长所呈现新的人口特征为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新挑战和新机遇。

一、中国人口负增长的趋势

我国生育率水平自 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

下，就一直在低生育率轨道上持续波动下行，2020
年已降至超低生育率1.3，并在此后进一步走低，人

口的惯性增长势能已经势穷力尽，人口开启自然

负增长状态。只要生育率水平不能回升到更替水

平以上，人口自然变动的负增长就会持续下去。

在几乎不受国际迁移人口影响的封闭人口状态

下，总人口常态化、稳定的、长期的负增长就是大

势所趋。

（一）人口负增长开启人口新时代

人口发展一般分为正增长、零增长和负增长

三个阶段。人口正增长的历史最长，也是目前绝

大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的人口历程。新中国成立

时，人口总数 5.4亿人，随着人口转变快速完成，在

经历了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平均每 5年净增

加 1亿人的高速增长后，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

并逐渐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 13亿人增至 14
亿人用时14年。

人口零增长是负增长的准备和短暂的过渡阶

段，从国际经验来看，总人口正负增长的过渡时

期，一般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一段时间。我国

2021年净增加48万人和2022年净减少85万人，均

是总人口在零增长附近的波动。考察未来一段时

间，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力量和维持低生育率的力

量共同存在。促进生育率回升的主要力量有：党

的二十大报告已将加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化、规

范化、常态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指出，“优化人

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

养育、教育成本”；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

持措施塑造了积极生育政策的外生性力量；依法

促进生育的制度安排，如 2021年 8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次修正，提出取消生

育处罚措施，倡导积极生育政策；省级《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纷纷制定了经济激励、时间支持、技

术保障、优质服务、环境友好等方面的具体落地措

施；部分家庭会在疫情期间暂缓生育计划而推迟

至疫情结束之后再安排生育等。维持低生育率的

主要力量有：经济社会持续进步的内生性力量继

续指向低生育率；生育人数、生育意愿、生育行为

及晚婚迟育的消极影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

企；疫情已使部分人选择终生放弃生育等。因此，

短期内的出生人口变动走向尚不确定。尽管促进

生育和阻碍生育的因素同时存在，但我国常态化、

长期性的人口负增长已是大势所趋。

（二）高度关注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

不同时期人口负增长的表现截然不同，要遵

循人口变动规律。近期观察，负增长早期阶段的

各项人口要素变化是温和性的，基于零增长时期

人口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减少的速度相对

缓和；远期观察，维持低生育率的人口迭代效果开

始显现，人口数量巨大的惯性终将势穷，负增长远

期阶段的人口变动表现尤为剧烈，生育率越低且

维持时间越长，人口数量减少越严重。联合国不

同人口预测方案的结果清晰展示了这个特点

（见表1）。

通过不同的预测方案可知，总人口开始负增

长的时间、负增长的速度和程度有较大差异，但是

各个方案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和远期阶段的表现

①本部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22ZDA098）
② 除特别说明外，本笔谈采用的 2022 年及以前的人口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

2022》；2023 年及以后的数据均来自 U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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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一致。以生育率的低方案、中方案、高方案三

种不同的增长速率计算显示，2020—2050年间总

人口规模分别缩减 13.9%、7.0%、0.1%，预测 2050
年总人口依然将分别保持在 12亿人、13亿人、14
亿人以上，下降程度和速度相对温和。2100年，

低、中、高三个预测方案的总人口将分别为 4.88亿
人、7.67亿人、11.53亿人，分别比 2050年总人口减

少 59.9%、14.6%、18.3%，落差较大，而且生育率越

低，落差越大。负增长远期阶段（2050—2100年）

人口缩减的幅度和速度均数倍于人口负增长的早

期阶段（2020—2050年）。可见，如果超低生育率

水平与超长周期汇合，形成“超低生育率陷阱”，将

引发人口总量和结构危机，由此造成人口负增长

问题的“近忧较小，远虑很大”。

二、人口负增长系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

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将伴随着总人口规模依然

巨大、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综合素质跃升和人

口向城镇集聚的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

（一）总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以上分析可知，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正是

总人口数量从峰值下落的“高原期”，沿袭了人口

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缓慢缩减，规模依

然保持巨大，即便按照低方案预测，至本世纪中

叶的总人口依然在 12亿人以上。全球看，印度人

口将于 2023年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但是到本世纪 60—70年代，我国仍然是全

球两个十亿级以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之一。国内

看，我国人口负增长正在由点及面不断扩张。例

如，上海市户籍人口自然变动早在 1993年就由正

转负，但是，受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持续补充，

至今常住总人口还在增加。截至 2021年，已有 13
个省份进入了人口自然负增长，覆盖 6.0亿人，占

全国人口的 42.2%；受省际迁移流动人口影响，常

住人口负增长省份已达 16个，覆盖人口合计 6.5亿
人，占全国人口的 46.2%。因此，无论是户籍人口

自然变动，还是常住人口年度变动，人口负增长由

点及面的趋势已现，以人口规模巨大为背景的人

口空间再布局会出现新局面。

（二）人口老龄化加速

从当前到 21世纪中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

速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在 2054年达峰

值 5.2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升至 40%以上，均比

2020年增加一倍，步入超级老龄社会，其特征表现

为老龄人口规模超大、老龄化速度超快、老龄化程

度超高、老龄社会形态超稳、老龄群体内部差距超

大。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人口整体年龄结构的变

化，不能只看老年人口的变动。第一，劳动年龄人

口数量持续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15~59岁劳动

年龄人口早在2011年就达峰值9.4亿人，2012年开

始连续性负增长，2020年降至 8.9亿人，2050年将

降为 6.5亿人，但总量比届时发达国家总和还多。

第二，低龄老龄化特征显著。在老年人口总数翻

倍的同时，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将从 1.5亿
人增至 2050年的 2.1亿人，规模不断扩大。这一特

征创造了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窗口期，也

增加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机会。第三，在少年

儿童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一稳一增一

减”的过程中，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2020年，老

年人口数量超过少儿人口数量，家庭和社会由传

统的养“幼”为主转为养“老”为主；21世纪中叶以

前，少儿抚养比（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数/15~59劳
动年龄人口数，全文同）徘徊在 20上下，但老年抚

养比将于 2035年以前超过 50，2051年达到 80，
2073年超过 100。必须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经验表

明，养“老”的人均社会支出远超养“幼”的人均社

会支出。

（三）人口综合素质跃升

一是居民健康状况大幅改善。2021年，中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8.2岁；婴儿死亡率、5岁

表1 中国人口总量变动预测（2020年—2100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国统计

出版社，2021；U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2022）.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作者计算年均增长率。

注：生育率的中方案是在2020年1.3的基础上，假设生育

率缓慢提升，2050 年为 1.39，2100 年为 1.48；低方案假设

生育率继续下降，2050 年为 0.89，2100 年为 0.98，这是预

警方案；高方案假设生育率较快提升，2050 年为 1.89，

2100年为1.98，这是“天花板”方案。

年份

2020

2035

2050

2075

2100

总人口（亿人）

低方案

14.12

13.59

12.16

8.38

4.88

中方案

14.12

14.00

13.13

10.29

7.67

高方案

14.12

14.40

14.11

12.57

11.53

年均增长率（%）

低方案

——

-0.26

-0.74

-1.49

-2.16

中方案

——

-0.06

-0.43

-0.97

-1.18

高方案

——

0.13

-0.14

-0.46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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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分别

下降至 5.0‰、7.1‰和 16.1/10万，居全球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二是教育发生质性飞跃。2021年，我

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7.8%，步入稳定的高

等教育普及阶段；全年研究生毕业人数，普通、职

业院校本专科毕业人数，以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

人数约 1388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0.9年。2022年末，中国累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口达 2.4亿人，占到总人口的 17.0%。人口的综

合素质大幅提升，人力资本日渐雄厚，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新动力源。

（四）人口向城镇集聚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日

益活跃。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大幅扩增，从 2010年
的 2.21亿人增加至 2020年的 3.76亿人，十年净增

加 69.7%。2021年，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到

3.85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27.2%，即超过四分

之一的人口在流动迁徙，且很大一部分在向城镇

或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集聚，我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达到 64.7%。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盘

活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激活了劳动力自身的劳

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既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

置效率，也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空间再布局。同时，

促进了要素低流动且分散的“乡土中国”向要素高

流动且聚集的“城镇中国”转型，既对二元体制之

上所构建的社会管理、社会福利、社会治理体系提

出新挑战，又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对乡

村振兴、新型城镇化道路提出双向挑战。

三、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内生性要素和基础性要

素，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

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从人口机会与

人口红利分析框架的底层逻辑判断，中国的人口

机会正在转型而非消失，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

在跟随转型而非消失。中国人口负增长阶段的早

期，具有综合型新人口群体特征下的新人口机会，

为可持续释放新时代人口红利奠定基础。

溯源人口红利概念，它是一个“舶来品”，是西

方学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而创造的分析框

架。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是两个意义不同、密不

可分的概念，前者是人口学概念，是在人口转型过

程中所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

后者是经济学概念，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实

实在在的经济产出，比如GDP、国民收入、人均收

入等。但是，人口机会绝对不会自动地转化为人

口红利，二者之间的中介因素或者转化机制是与

人口机会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环境，例如健

康改善、教育提升、社会性别平等、充分就业、经济

决策、社会管理等。如果人口机会不能被有效地

转化为人口红利，那只能说明是对人口机会的浪

费，绝不是缘于人口红利本身的消失。人口发展

的不同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人口机

会，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机会的转型。因此，在讨论

人口红利时，要十分注意避免混淆人口机会和人

口红利两个概念。

回顾过往，改革开放 40余年来，劳动年龄人口

快速增长并达到峰值，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劳

动力资源，劳动力价格长期低廉，铺就了雄厚的人

力资源型人口机会基础。在经济社会决策方面，

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坚持对内改革，建立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共进机制，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推动

人口乡—城转移，大力倡导健康和发展教育，改善

综合人口素质；坚持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化进程，

广泛吸纳外资、外企，建立各级经济特区和经济开

发区，把中国建成“世界加工厂”，形成了劳动密集

型产业结构，尽可能地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

采取充分就业战略，广泛吸纳就业，通过高劳动参

与率收获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奇迹”。长

达 40多年，GDP总量年均增长率为 9%左右，从

1978年约占世界 GDP总量 1.7%，到今天占世界

GDP总量的 18%左右，与我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

口的比重基本相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实证

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贡献率在 15%到 27%
之间①。

展望未来，我国人口机会正在转型。以综合

① 数据来源于对以下文献的综合分析：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

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 5期，第 2-11页；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

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年第 6期，第 21-27页；王丰、安德鲁·梅森、沈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 3期，第 2-18页；王金营、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人口学

刊》2010年第 5期，第 15-24页；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人口学刊》2017年第 5期，第 25-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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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口机会为特点，表现为人口规模巨大、人力

资源庞大、人力资本增强、人口流动活跃、长寿机

会开放共同组合的规模型、资源型、素质型、配置

型、长寿型的综合型新人口群体特征，正在形成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人口基础。在经

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

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取得重大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的现代化强

国建设进程中，牢固树立“科学认识，主动适应，

积极应对”的观念，辩证认识人口负增长背景下

的挑战和机遇，明辨解析、客观研判人口负增长

阶段性特征；主动适应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的人口

负增长客观规律，顺势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决策

主动适应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形势，充分挖

掘利用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

在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和素质等全要素与

经济社会要素整体联动中寻求积极应对的策略，

奋发图强，把人口要素作为谋划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内生性因素，通过全面布局以积极应对低生

育率、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

杜 鹏

2022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这是中国人口

发展一个方向性、历史性的变化，也是史无前例的

人口变动分水岭。我国人口发展同时面临少子

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在

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

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

题，明确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下的人

口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二十届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强调，人口发展是关

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

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这为新时代的人口发展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了根本遵循，明确了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

代化中的支撑作用，人口素质、规模、结构变动在

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人口高质量发展在以

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

用，明确将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

密结合，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式

现代化所具有的五大特征中，人口规模巨大是首

要特征。在各国现代化历史上，中国式现代化的

人口基础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英国、美国，抑或

其他已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它们的人口规模均在

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其人口规模均

未达到中国这样的体量。2022年中国人口规模达

到 14.1亿，大致相当于 10个俄罗斯、3个欧盟或 4
个美国的人口，甚至超过所有发达国家人口规模

的总和。人口规模逾 10亿的巨量级现代化，必是

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波澜壮阔的现代

化，必将会创造世界现代化的新历史，开创人类现

代化的新纪元。

此次人口负增长是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

是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的必然结

果，是人口惯性增长效应消退后人口必然经历的

阶段，具有长期性、难逆性的特点，且在很大程度

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从全球来看，发达国

家在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后，或迟或早都会发生

人口负增长，这是人口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负增长后，并不意味着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会消失。根

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生育率的

中方案）预测数据，我国 2022年开始人口负增长

后，人口负增长趋势将会一直持续，但在相当长时

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仍非常巨大。到 2035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我国人口规模维持在

14亿；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

我国人口规模仍将保持在 13亿以上。因此，从现

在起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口规模巨大

①本部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1ZDA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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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将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一大鲜明特征。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

战略性问题。我们亟需探讨的是，在未来的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以人口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

口变化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方

面的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面临什么样的

挑战和风险？如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一、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转向人才红利

人口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也是

影响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但是人口

的增长和减少并不必然等同于经济的增长或停

滞，更不会在短期内就显现出明显的经济社会影

响，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人口变化可能会对中国

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长期性、全局性影响。

当前人们对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关注主要集中

于两点：第一，人口负增长是否会使中国的人口红

利消失？是否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第二，中国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担是否能

够承受？在未来的全球人力资源配置中，中国又

如何找到新机遇？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

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同

样，当前由于多年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也

是许多世界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已经经历

或者正在经历的必然结果。人口本身的规模和结

构变动并不直接意味着经济的后果，人口红利这

一经济学概念能否得到实现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充

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改革开放前中国丰富的劳

动力并不是后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原

因，1979年以前中国在人口迅速增长时期也并没

有表现出人口红利，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改革开

放充分发挥了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优势，使庞

大的劳动力潜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中充分释

放，这才收获了人口红利。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

程中的人口变化并非只有人口负增长，还有很多

同期的其他变化同样值得重视，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的国家政策也会对未来人口变化产生重要

影响。

首先，中国劳动力数量仍然非常庞大，劳动

力素质在提高。2020年中国 16~59岁劳动年龄人

口有 8.77亿，其中经济活动人口依然保持在 6.56
亿的规模。人口负增长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已经

促使我们更加重视日益增长的、数量庞大的受过

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群体，如果他们获得与自

己能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就能使劳动力供给与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更加紧密的结合。因此，

不能简单比较劳动力数量的增减，更要重视劳动

力素质、劳动力结构以及现代化的发展模式等方

面因素的变化。

其次，中国正在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

本大国，具备实现人才红利的坚实基础。中国目

前的 8.77亿劳动年龄人口中，绝大多数受过良好

的教育，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增长

到近 11年。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

1158万人，而中国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在 1200
万人左右，如果实现充分就业，绝大多数新增就业

人口都将是高校毕业生。未来劳动力数量虽然会

逐渐减少，但劳动力整体素质在迅速提高，人才队

伍在扩大，庞大的接受过良好教育和职业技术训

练的劳动人口是中国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基础。

再次，中国正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教

育、人才体制机制的日益完善可以促进劳动力供

给和就业需求实现更好的匹配。在以往促进城镇

化的过程中，随着农业富余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到

城镇，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有效的人力资源配置。

未来随着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经济逐步从劳动

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发展模式，市场对劳动

力数量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人口负增长过程在

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劳动力需求的

减少和对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要求是同步的，这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灵活就

业，降低竞争压力。

因此，未来我国劳动力队伍依然庞大，劳动力

素质持续提升，这会促使高素质劳动力与经济社

会发展互相紧密结合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人口

红利正在快速转向人才红利，成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长期低生育率成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重要风险挑战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的最主要风险挑战，提升生育率也就成为应对

人口负增长的最主要发力环节。“少子”是人口负

增长的最主要动因，因此未来几十年生育率能否

得到有效提升是有效应对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

化的关键。这个“提升”并不是使生育率恢复到更

替水平甚至更高的状态，而是至少不再进一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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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同时使得有生育意愿的人们能够充分实现其

意愿。长期来看，人口负增长会成为常态化的人

口国情，力争生育率不出现急剧下降，不出现新出

生人口数量的长期低迷，才能助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少子”和生育率下降背后有多方面因素。第

一，居民生育动机和需求转变，育龄夫妇不愿多生

孩子。新时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民、

走向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家庭规模小型化

和家庭功能弱化趋势下，养老不再仅依靠子女，生

儿育女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情感体验，受到生育经济

成本和家庭成员期待的影响，一孩生育普遍但二孩

生育动力不足[1]。第二，育龄妇女规模下降、结构老

化等人口过程的周期性特征使得 15～49岁育龄妇

女规模自 2012年起逐年下降，尤其是 20～34岁生

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在 2015—2022年平均每年下降

超过500万[2]，即使各年龄段妇女的生育水平保持稳

定，每年的出生人数也会下降。第三，初婚和初育

年龄加速推迟，进度效应拉低了同一时期的总和生

育率。我国男性和女性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在

2020年分别为 29.4岁和 28.0岁，相比 2010年分别

推迟了3.63岁和3.95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

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初婚和初育年龄仍然有推迟

空间[3]。第四，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无法抵消一

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一孩总和生育率自 2012年
起呈下降趋势，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二孩总和生

育率在 2017年反超一孩总和生育率[4]，随着初婚年

龄进一步推迟、生育政策效应消失，未来生育率仍

有下降可能。第五，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加重了

就业女性的家庭—工作冲突。中国社会深受传统

儒家文化和父权制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

角色分工长期存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女性

劳动参与率虽然从 1990年的 73.09%下降至 2021
年的61.3%①，但依然处于高水平。就业女性面临着

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处

在事业上升期的女性不愿生、不敢生。第六，减量

保质观念和育儿焦虑情绪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政策引导，民众的生育观

念和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少生优生的

生育观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生育、养育和教育成

本高昂，尤其在城市地区，育儿的更高期待和现实

生活的落差难以弥合。

综合来看，生育动机降低、育龄妇女规模下降

和结构老化、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孩次生育率变动

等人口学因素，叠加家庭性别不平等、生育成本攀

升、生育观念转变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推动中国

近年来生育率走低，并使得 2022年的出生人口数

创下了新低。由此，能否有效提升生育率也需要

从积极应对上述问题的起点来着手。人口政策应

着眼整个家庭发展实施提高生育水平的措施，在

大力提升婴幼儿托育服务能力的同时，坚持长期

的政策支持，从韩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的经验

看，长期和不断优化的家庭生育政策支持都发挥

着重要作用，要以系统观念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的

长远眼光统筹谋划人口政策。

三、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

观念建立

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人口负

增长的认识也应当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视域与要

求下进行重新审视和判断，建立新常态下的人口

发展观念。要转变人口应当一直增长的惯性思

维，客观看待人口负增长及其与经济社会要素的

互动机制；要从战略上关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大

力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以大人口观完善人口发展

政策；要加强对各年龄段人口发展的统筹规划，结

合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施系

统、综合、全面的人口政策；要博采众长，借鉴其他

国家经验，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取舍和实践，走出一

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中国道

路；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第一，人口负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当前，许多人看待人口变化的思维仍旧限于

人口正增长的趋势环境下，误以为只有人口增长

才是经济社会繁荣的表现。因此，需要加快转变

观念，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

展、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口不会无限制增长

下去，人口达峰是必然的，但人口变动方向与经

济社会发展并不存在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人口素

质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机制变革等诸

多因素才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本质的影

响因素。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L.TLF.CACT.FE.ZS?locations=CN，访问日期：

2023年 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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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的人口预测，印度将在 2023年内

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事实上，由于

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数下降到 1000万以下，而印

度人口出生数保持在 2300万左右，2022年印度实

际人口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数量。我们

更应关注的是，中国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是

否有利？人口负增长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更可

持续？人口规模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优势与挑

战？从优势方面看，无论是人口受教育程度、健康

水平、女性就业比例还是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比

印度都更高。从挑战方面看，中国的生育率较低，

人口老龄化较快，也意味着需要以更大投入去提

振生育水平，扎实解决托育、养老、教育公平、地区

间和城乡间差距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从高质

量发展的视域来审视人口变化，利用自身优势和

发展势能，立足中国人口结构与质量去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而不能固守传统思维，更不必拘泥于人

口规模的排名。

第二，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就要推进教育公

平，降低人民的教育焦虑。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和流动人口聚集在相对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

也与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有关，促进教育资源

的合理分布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从中

国人口发展历程看，1963年中国出生人口接近

3000万，2012年之前出生人数都还在 1500万人以

上，2022年降到了 956万，未来少儿人口的大幅增

加也不太可能。而 2023年我国有 1158万高校毕

业生，继 2022年之后，可能会再次超过当年出生人

数；少儿人口如果长期没有明显增长，将加剧基础

教育资源结构性过剩的风险，并对基础教育资源

的配置效率、供给质量和精细化发展等提出更多

挑战。未来人口负增长过程必然会伴随着教育竞

争压力的降低、人均教育资源的增多。我国应当

借此机会采取措施尽快改变教育内卷化趋势，实

现职业高中和普通高中的并轨和自由选择，推进

高等教育机会公平化，提高教育质量，降低教育焦

虑和教育内卷，推进教育公平。从注重劳动力数

量转变到重视发挥科技作用、人才作用，更好地落

实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在乡村振

兴过程中更要注重发挥人力资本和人才红利的作

用，推进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平衡。中国

人力资本丰厚，这是家庭和国家在教育上最大的

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同时，年轻劳

动力的充分就业对提高生育意愿、提升生育率也

有积极的作用。

第三，全面贯彻积极老龄观，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人口老龄化是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而出现的客观的人口现象，不能单纯用人口

变动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将人口老龄化视为危

机和负担，会忽略人口老龄化背后经济社会持续

发展、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的成就，不利于引导公众

科学、客观地认识人口老龄化趋势。本世纪初，联

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就是旨

在扭转公众对人口老龄化的消极认识。在此基础

上，中国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并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体现了满怀信心、积极主动、全力以

赴、切实可行和锐意改革的理念与精神。我国要

尽快适应人口老龄化逐步加深的趋势，并通过国

家战略的实施和社会政策的完善来促进经济社会

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比如，应尽快构建年龄

友好和性别友好的就业支持体系，推动有意愿、有

条件的老年人和女性人口参加劳动生产、灵活就

业，合理利用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各类潜在劳动力

资源。尤其是在我国老年人受教育水平、健康状

况不断向好的背景下，要为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和

其他社会参与方式进一步拓展途径，扫清障碍，为

有能力和有愿望继续参与社会活动的老年人创造

相应的机会和通畅的就业渠道，充分挖掘老年人

口所蕴含的巨大人才资源。

第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统筹解决各年

龄段的人口问题。包括促进大学生充分就业实现

人才红利、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发挥年长人力资

源优势、建设终身学习的体系更新劳动者知识和

技能、创新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城乡

和地区之间教育的机会平等减少子女教育焦虑、

完善流动人口市民化待遇释放教育红利，统筹规

划，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口都构建适合国情和年

龄特点的政策体系与社会环境。

第五，进一步完善移民政策和外国人永久居

留证制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在法国、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应对人口老龄

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探索实践中，都将吸引移民和

外籍劳动力作为重要手段，大力吸引人才很大程

度上抵消了这些国家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中国人

口虽然进入了负增长阶段，但在中国境内的外籍

劳动者也在增多。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移民和吸

引外籍劳动力措施，我国现在也有必要在考查了

解的基础上进行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

第六，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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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童玉芬

伴随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人口形势发生快

速转变。2022年成为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的元

年，中国人口迎来百年未有之变局。人口负增长

是指在一个封闭人口假设下，总人口的出生率低

于了死亡率，导致总人口规模由增加转向减少的

现象。国家统计局 2023年 1月 17日公布数据显

示，我国 2022年的总人口规模为 141 175万人，比

上一年减少了 85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正

常状态下（除我国 20世纪 60年代初由自然灾害原

因导致负增长的特殊情况）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引

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和民众对

于人口负增长后果的担忧。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与核心要素，在国家全局发展中占有重

要战略性地位。及时并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现象

以及负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等方面

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对于促进人口、经济和社会等

相适应、相协调，推进我国整体迈入社会主义现代

化目标来讲具有重要意义。

一、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人口现象

进入人口规模出现负增长以后，人口总体特

征也将会伴随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总人口呈现负增长而且可能会长期持

续。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及结

合国内一些学者研究预测，到 2035年我国总人口

将减少但依然保持在 14亿人上下，2050年中国人

口总量将减少到13亿人左右。

第二，少子化特征持续加重。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总和生育率就降低到更替水平，之后

并长期保持很低水平，到 2020年总和生育率降至

1.3的极低水平。因为生育、养育、教育和住房等经

济负担的不断加重，以及婴幼儿抚育照料方面的

困难、女性面临着就业与生育抚育之间矛盾等多

重原因，造成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很低；同时受长

期低出生水平下的队列推移影响，育龄人群尤其

是育龄妇女的人口规模持续减少，也进一步加剧

了出生人口的减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

算，我国育龄妇女人数 2021年为 3.17亿，比 2010
年减少了 6300万人，年均减少 569万人左右，其中

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减少 2700万
人，年均约减少 247.6万人。另外，育龄人群晚婚

晚育、不婚人群不断扩大、持续上升的离婚率，以

及部分育龄夫妇婚后不孕不育等现象的增多，使

得我国本就已经持续减少的婚育人群规模内，实

际生育人群更加减少。尽管我国政府分别在

2011、2013和2016年逐步放开了单独二孩、全面二

孩和三孩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配套

支持政策，但生育率只是短暂得到了提振，并未扭

转我国出生率继续下降的趋势，少子化将成为我

国今后长期的重要人口特征。

第三，人口负增长下的人口老龄化继续加重。

2022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为2.8亿人，比重

为 19.8%，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 2.10亿人，占全国

人口的 14.9%，按照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的划分标

准，我国已踏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

界人口展望 2022》人口预测的（生育率）中方案数

据显示，2035年我国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

超过 21%，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本世纪中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占比将突破 30%，意味着

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位老年人，老龄化持续进一

充分发挥中国人才红利优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

转型、合理利用劳动力资源，是实现人口负增长时

代人口与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应

加快人力资本积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推

动经济发展从劳动力驱动和资源驱动转向人才驱

动和创新驱动，使得经济发展摆脱对大规模劳动

力的依赖。此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

的现代化，这为产业细化发展和区域人口调配提

供了充足的回旋空间。一方面，应紧抓人口负增

长早期阶段仍然存在的战略机遇，利用超大人口

规模形成的巨大市场效应，促进社会分工细化和

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人口负增长对劳动供给、科技

创新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应结合中国巨大的人

口回旋优势和广袤的空间回旋优势，在区域差异

化发展背景下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和梯次转移，保

持产业体系完整和协调发展，优化资源配置。

●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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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重。

第四，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减少和内部老化

加剧。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同步的将会是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进一步减少。我国 15~64岁劳

动力人口规模 10年前就开始下降进入负增长。

2021年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 9.64亿人，

相比2014年（劳动力规模负增长元年）减少了4032
万人，年均减少 576万。今后劳动力规模和比重还

会进一步减少，据《世界人口展望 2022》数据计算，

我国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35年、2050年也

依然能够保持在9亿、7亿以上水平，分别占总人口

比重的66.49%、58.46%。

此外，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因此

人口负增长的步幅在各省区也不一致，对人口的

影响程度前后有差别，且这种差别可能通过城乡

和地区间人口流动得以调节。城乡人口流动会继

续，城市化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会

进入城市或采取城镇生活方式，这也是伴随人口

负增长的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

因此，人口负增长是一个综合的人口现象，并

非仅表现为人口规模减小的单一现象。可以综合

概括为：人口规模负增长并伴随着少子化、老龄化

和劳动力规模减小等现象。

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

对策

人口负增长及伴随的上述综合的人口现象，

对于国家的社会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都会带来深

刻的、长远的影响，但无论是人口规模的变化还是

人口内在结构的变化，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需

要辩证和全面的看待。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

要素的生产原理，人口规模并不是决定社会经济

发展的决定要素，相反人口的变化是由于社会经

济发展阶段和水平所决定的，但是人口会对经济

发展起到反作用。目前我国的人口负增长，也同

样不会对国家实力、经济未来发展起到颠覆性、决

定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影响肯定存在。实

际上，人口负增长是每一个国家（地区）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到后期必然会面临的人口现象，这种人

口现象构成经济发展的诸多条件，反过来对经济

发展产生影响，但人口因素并非经济衰退或停滞

的决定性因素。纵观全球，人口负增长国家主要

分布在东亚及欧洲地区。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

欧洲地区如德国、匈牙利、俄罗斯、意大利等，这些

国家在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同时，仍能保持一定幅

度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匈牙利、俄罗斯两国，是先

出现了人口负增长，而后经济不断发展，分别踏入

高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可见人口负

增长和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产生矛盾。

人口在经济活动中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人口负增长和变动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对经济产

生影响：

第一，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在相同的消费水平

下，人口规模的减少，就意味着消费人群的减少，

即便是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相对于一个不断

萎缩的总人口来说，也不利于提高总的消费水平。

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与年轻人消费水平相比，老年

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水平较低，因此人口结构的老

化、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增大，都会影响总的消

费水平提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加深，居民消费率会呈现“倒U字形”

的变化，在老龄化水平达到 14%的时候，消费率将

出现从高到低的转折[5]。当前我国老龄化水平已

经处于该拐点的右侧，因此如果按照上述规律，人

口负增长对总的消费水平的提高会构成一个阻力

或者挑战，进而也会对基于消费的部分经济发展

动能产生一定的阻力。作为宏观经济发展主要动

力的消费方面，在其增速承受压力的背景下，宏观

经济增速的确会受到阻隔。人口负增长基于消费

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将在不同时间、以不

同的程度体现在不同行业与地区。首先，由于出

生人口持续下降，短期内可能将导致市场降低对

母婴用品的需求，未来若干年内会通过年龄梯次

传导 ,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等领域产生影响。

此外，在中长期对房地产的投资消费也会产生影

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作为刚需的房产接

盘者数量将越来越少，对一些人口减少幅度大的

地区影响更为明显。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虽然进入了人口负增长，

但根据相关预测，我国还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巨

大的人口规模，到 2030年人口规模仍将在 14亿左

右，2050年也依然会保持在 13亿左右。巨大的人

口规模并不会因为人口负增长而迅速缩减，因此

也意味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依然拥有

巨大的消费需求和空间。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好人

口规模巨大的这个机会窗口，我国未来经济增长

依然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可能。同时，通过优

化收入分配，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并进一步

改善消费格局，可以释放更大的消费潜力，从而扩

大消费需求。这些因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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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带来的消费水平降低。

第二，从生产者角度来说，人口负增长主要通

过劳动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影响经济

发展。

一方面，从劳动力规模供给来说，作为生产要

素之一，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前提下，

劳动力投入越多对经济发展越有利。改革开放以

来的 40多年里，尤其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

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规模和供给所带来的低工资、

低成本优势及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非常有利的因素，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形成了

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人口条件。随

着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规模

减小也会长时间持续，意味着作为生产要素之一

的劳动者的供给丰富度会下降。从经济学角度而

言，劳动力低成本和高储蓄优势（也即传统人口红

利）会进一步下降直至消失殆尽，但传统的劳动力

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其实现的前提是经

济在发展中必须由劳动力市场提供足够多的劳动

岗位。当前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人工智能

等高科技的进步，已经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资本和

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因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劳动力

规模下降对经济的影响。近年来市场正动态调整

自身结构，以不断适应人口发展变化，如压缩化解

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业；加强资本与技术投入，

推动科技创新，发现与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着重提

高劳动与资本回报率等，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劳

动力规模下降对自身带来的冲击。当前在某些制

造业乃至农业养殖方面已经出现的用机器代替人

工的做法，能够帮助各类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提升技术进步。从今后看，劳动力及总人口规

模的下降态势是相对温和的，短期内对经济发展

的冲击也会相对较小，这为我国在关键时期应对

人口矛盾交叠、发展方式更替、新旧动能转换的挑

战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回旋空间。但从长期看，不

断减少和较快下降的劳动力人口规模以及不断老

化的劳动者群体，仍将会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

一个长期的、巨大的挑战。

劳动力规模除了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

程以外，它还是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一个

实现条件，而产业分工专业化和多样化都是经济

增长的重要来源，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有不

少国外文献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人口规模与产

业多样化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6][7]。人口规模和

密度是决定市场规模的关键因素，能够促进劳动

分工形成和产业专业化，并提高生产效率，促进

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能够

产生更多的技术创造，从而提高整体生产力。劳

动力规模大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也大，能够促进劳

动分工的深化进而形成专业化生产。此外，劳动

力规模增加还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驱动

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产业的分工协作条件。但是反过来讲，由

于中国幅员辽阔，城市化过程方兴未艾，劳动力

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和集聚，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抵消劳动力规模总量上的减少，形成区域发展

的增长动力，并带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因

此，进一步破除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制度藩篱，促

进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在人口负增长格

局下保持乃至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贡献将会

越来越重要。

另一方面，关于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

的作用机制，过去人们比较关注的是规模和结构，

而人口质量的作用近年来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在人力资本理论中，舒尔茨在 20世纪 60年
代已经通过理论和实证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

长的源泉，除了依靠自然资源和劳动者的体力劳

动以外，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国民经济增长额

中发挥约 33%的贡献[8]。因此人力资本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是人口素质的重要体

现，已有不少相关研究实证了人口素质提升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

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人口素质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我国15岁
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

的 5.3年提高到 2020年的 9.9年，增幅达 4.6年，每

10万人中的大学生人数 2020年达到 15 467人，是

1982年（615人）的 25倍之多。有学者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

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即“劳动人口素质红利”要大

于人口红利[9]。在面对人口负增长可能对经济产

生不利影响的境况下，通过大力提高人口尤其是

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用劳动者的质量

取代劳动力规模，以抵消劳动力规模下降引起的

人口红利损失，将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长久动力源

泉，也是必由之路。

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现象，是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前提与基础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规

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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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所未有。”无“人”不成事，人既是中国社会的

建设者和奋斗者，也是现代化发展的体验者和享

用者，利用好人口发展规律，把握好人口现象，解

读好中国人口国情，做好应对策略及准备，以积极

的态度迎接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在思

想和行动上，需要从转变观念出发，从对人口规模

要红利转向对人口空间流动、人口素质提升以及

改革要红利，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

人口负增长应对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陆杰华

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

伴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稳步

推进，尤其是 18世纪以来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流

行病的有效控制以及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一些

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欧美国家也先后发生了由高出

生率和高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人口

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由于世界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再加上现

代医疗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与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

高，20世纪50—6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或地

区都经历了或多或少的人口规模增长，其中 60年
代还曾经被冠有“人口爆炸”“罗马俱乐部”的时代

象征，这一时期国际上开始重视人口数量控制，希

冀通过人口控制达到人口零增长的长远目标。值

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人

口发展趋势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向，德国、日

本、韩国等国家的人口先后步入负增长阶段，而且

近些年这些国家的人口负增长呈现日趋明显的

态势。

毋庸置疑，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

人口发展历程的阶段性转向，人口负增长有可能

成为 21世纪世界性的主要人口再生产类型，人口

负增长不仅预示着趋势性、时代性的转变，同时也

将对各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自 20世纪 90年代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后，

中国人口发展与世界人口发展趋同性逐步凸显，

尤其是近 30年来伴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走低，少

子化、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从一个侧面预示

着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发生重大转向。2022
年出生人口 956万人，死亡人口 1041万人，人口减

少 8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除了

1959—1961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生的人口负增长之

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常人口发展进程中人口总

量首次出现下降。人口负增长实际上比以往的人

口预测来得更早，也蕴含着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

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期，预计中国自此将进入持

续的、难以逆转且进程加快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国内外人口发展历史数据资料显示，人口负

增长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偶然小概率事件。18世
纪工业革命之前，包括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都曾

经历了程度不同以死亡率上升为主导的人口负增

长。不同于工业革命之前以死亡为主导的人口负

增长模式，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德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人口负增长更多地是由长期出生率下降

导致的内生性人口负增长，这种人口负增长模式

一旦形成就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近半

个世纪以来，一些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发达国家或

地区基于各自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应对人口负增

长做了积极的实践探索，既积累了成功经验值得

中国借鉴，也有不少教训值得中国吸取。

一、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险以及国际社会的

应对策略

20世纪 70年代之后，一些完成人口转变的先

发国家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并趋于零增

长，之后步入了负增长，呈现出由长期低生育率主

导的内生性负增长的鲜明特点。实际上，无论从

理论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人口负增长时代都意

味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总规模达峰之后逐渐缩

小，少子化、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且人口再生产

类型逐步走向衰减型。

诚然，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负增长趋势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既往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带

来的持续压力，但从长期影响来看，人口长期负增

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

更蕴含着一系列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可能给

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诸多隐患，其

中主要包括：一是加重高龄少子，冲击社保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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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往往伴随着老龄化加剧和生育水平持

续低迷的双重叠加冲击，导致负担系数过高，对养

老、医保、长期护理等社会保障体制的可持续性带

来重大冲击，并将降低政府的积累和投资能力，直

接或间接影响到其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改变劳

动力市场，降低经济活力。出生规模的持续减少

意味着未来劳动力人口进一步下降甚至出现短

缺，劳动力结构不断老化，劳动力成本预计将会明

显上升。此外，老龄化也会抑制个人储蓄倾向，不

同程度降低国家或地区的未来储蓄率，甚至抑制

国家整体投资，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

力。三是导致技术进步受阻，给技术创新带来双

刃剑。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势必提高国

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同程度降低科学技

术研发的投资支出，有可能从经济增长源头上弱

化技术进步的投入，延缓技术创新的进程；另一方

面，伴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提前到来，也在一定

程度上倒逼技术模式的创新，从而引发以减少劳

动就业岗位为主的技术变革，推动人口负增长时

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四是改变家庭结

构，给社会稳定带来新的风险。人口负增长预示

着家庭规模愈加小型化、家庭类型愈加多样化、家

庭关系愈加简单化。一方面，受养育成本、婚育多

元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青年人生育意愿预计明显

下降。另一方面，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嬗变，社会

照料资源可能锐减，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空巢老

人等新的高风险人群与日俱增，这些都冲击着传

统照料观念，并加剧社会稳定问题的严峻性。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人口负增长的潜在风

险已经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显现。因此，国际社会

已经开始适时作出积极应对，旨在缓解人口负增

长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推动人口负增长时代社会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各国或地区应对人口负

增长的主要思路大相径庭、各具特色，但概括而

言，主要应对策略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注重顶层机构统筹，确保职能部门落

实。为了应对人口负增长，一些国家特别注重设

置顶层决议、安排战略部署机构，并将战略决策

落实到相关职能部门。韩国针对本国少子化、老

龄化的新国情，于 2006年起从顶层设计层面及时

出台了每五年一次的《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规

划》，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人口政策制定和实

施中的角色与地位，并成立总统直属的低生育老

龄化社会委员会，规定相关职能部门将每个考核

期的人口项目计划和成果向国会报告。新加坡

于 2006年设立国家人口秘书处（National Popula⁃
tion Secretariat），隶属总理署，其重要任务之一就

是建立有利于人口增长的人口政策发展目标，同

时为增加出生人口和在吸引外来移民方面协调

好相关部门的工作。俄罗斯则于 2007年批准实

施了《俄罗斯联邦 2025年前人口政策构想》，明确

人口发展目标是到 2025年将人口总量提高到

1.45亿，总和生育率水平提高到 1.95，旨在摆脱人

口负增长的困境。

第二，强调立法制度先行，突出组合政策效

力。早在 1963年尚未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之前，

日本政府就针对老龄化趋势的出现专门推出了

《老年人福利法》，大力推行社会化养老；之后于

1982年出台的《老年人保健法》又将老年福利政策

的重心开始转移到居家养老的看护方向。此外，

2001年，日本正式颁布《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宗旨与基本

方针。针对人口负增长时期社会保障可持续性的

现实问题，21世纪初，德国国会正式通过了《养老

保险改革法令》，其主要目标是缓解快速老龄化对

养老金运行的负面影响；此外，德国联邦议会还修

订了有关母亲产假与产假津贴的《孕产妇保护

法》，并推出了两大立法改革，重点指向父母津贴

与父母假期和托儿服务。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为

提高本国的生育率水平，《俄罗斯联邦家庭法》也

明确规定了提高家庭补贴与福利待遇。

第三，突出“一老一小”政策，关注生命周期效

果。针对本国持续的超低生育水平，日本政府特

别关注孩子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早期重点推

出儿童补贴政策，其中完善儿童补贴成为日本生

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为

了缓解快速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的持续压力，20
世纪 80年代中期，日本适时改革了以往的年金制

度模式，将之前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共济年金

统一起来，构成了现行的年金模式，并明确要求

20~60岁之间在日本拥有居住权的居民必须加入。

德国政府在超前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注重构

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明确规定 2007年后出生的

婴儿能享受高额补贴，相关的法律和激励机制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当年就提高德国生育率的效

果，迎来了生育“小高潮”。

第四，改革劳动参与模式，实施弹性就业制

度。为了鼓励老年人再就业，2004年日本修改《老

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从 2006年起开始逐步提高

退休年龄，到 2013年日本退休年龄已提高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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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同时也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大力鼓励女性

就业。许多欧盟国家也针对退休规定进行改革，

例如荷兰取消提早退休的福利待遇，德国则延后

退休年龄，从原本的 65岁改为 67岁，西班牙则降

低了早退休的年养老金支付标准，并延长退休人

员的工作年限。国际上这些劳动参与年龄模式改

革的目标在于通过提高退休年龄，减少国家养老

金的支出。此外，一些国家也延长了国民缴纳养

老金年限，如德国规定，必须年满 63岁并且工作满

35年才可以办理提前退休，而每提前退休一个月

都会扣除其退休金 0.3%；新加坡政府在 2012年推

出《重新雇佣法》，将重新雇佣退休年龄定为 67岁，

希望能够借此补足新加坡的劳动力。

二、人口负增长应对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的

启示

面对持续的、难以扭转且逐步加剧的人口负增

长趋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事实上，当下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不乏生育政策

严格控制的历史原因，但更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所带来的叠加影响。人口负增长通常是一个

国家或地区人口发展过程中内生性负增长的必然

结果。与世界上其他已经开始人口负增长的先发

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既有相似性，

也有特殊性。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

诸多问题应在借鉴国际社会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重

点突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纵观国际社会应对人口负增长的经验做

法，笔者认为，其对中国的借鉴与启示主要包括：

第一，理念转变层面上，构建适应人口负增长

时代的新人口发展理念。我国的人口负增长主要

是由长期的内生性超低生育率导致的，且未来很

长一段时间人口负增长会呈现持续的、不可逆转

且逐步加深的鲜明特点。为此，我们需要充分正

视长期性人口负增长所引发的潜在风险，改变既

往人口正增长背景下社会经济制度安排的思维定

式，按照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新格局动态超

前规划社会经济发展，加快推动人口发展理念由

控制人口增长过渡到人口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口发展理念的更新。

第二，战略谋划层面上，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超前做好人口负增长预案。超低生育率和快速

老龄化是我国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两大特征。因

此，下一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突出重点，紧

密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布局和未来人口

发展新趋势，从战略、全局、操作层面制定以维持

适度生育水平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为重点的

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统筹协调与人口发展

相关的财政税收、卫生健康、社会保障、住房保障

等政策措施，建立健全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政策支持性环境。此外，还要积极谋划、建立健

全人口负增长超前预案，最大限度缓解和降低人

口负增长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整体安全带

来的潜在风险。

第三，劳动参与层面上，实施确保适度劳动力

参与规模的弹性劳动就业政策。国际社会已有应

对人口负增长的有益探索实践大多可归类于更为

弹性的劳动就业公共政策。为了缓解人口负增长

引发的劳动力规模和比例持续下降的突出问题，

可以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

顾”的主要原则稳步推进弹性就业政策改革，以便

稳定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劳动力资源存量，这样不

仅可以有效降低快速老龄化对养老金的持续压

力，而且还可以不同程度地延长我国数量型人口

红利，推动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四，政策协同层面上，推动质量型人口红利

为主的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尽管当前我国面临

着以少子化、老龄化加速为突出特征的人口负增

长的新挑战，但是也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在稳步提升，尤其是劳动力人

口受教育水平提高更快，正成为由数量型人口红

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助推器。因此，注重人

力资本的开发与利用，促进更多的劳动人口适应

新时代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才要求，进一步提高劳

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从而释放以质量型为主

的人口红利。

第五，信息平台层面上，构建为人口发展决策

提供支撑的人口变化监测预防制度。人口负增长

趋势下，预计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

深，因此构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变化监测和

预防制度不仅有必要，也很迫切。要针对超低生

育率和加速老龄化的新形势，探索建立人口变化

监测机制，动态掌握人口变动趋势，采取多方面的

举措来预防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诸多风险，为人

口发展综合决策提供必要依据，进一步推动我国

人口与社会经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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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Guest Interlocutors: YUAN Xin, DU Peng, TONG Yufen, LU Jiehua
Organizer’’s Introduction:

In 2022,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61, China had a phenomenon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where the an⁃
nual newly-born population was less than the death population, which indicates a landmark change in popula⁃
tion development. The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of China — the one of the country as the second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the largest total domestic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the on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 large country
with population resources to a strong country with human capital, and the one under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intellectual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net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phenomena such as fewer children, aging,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imbal⁃
ance caused by the long-term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will also bring about potential risk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ocial economy, which requires us not only to grasp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re⁃
quires us not only to grasp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 laws of countries leading negative popula⁃
tion growth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but also to thoroughly study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prehen⁃
sive impact on the basi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local culture.

For this reason, Yuan Xin, Du Peng, Tong Yufen, and Lu Jiehua, the four senior scholars in demographic-
related fields, are specially invited by our journal to discuss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forms a dialogue, in order to provide intellectua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pro⁃
motion. Yuan judge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analyzes the overall linkage of total population factors, and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actively seek new demo⁃
graphic opportuniti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so as to continuously reap the demo⁃
graphic dividend in the New Era; Du, standing on the heigh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population change under the trend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to the futur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explains how to support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high-quality popula⁃
tion development; Tong tries to discuss the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producer and consumer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nega⁃
tive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accompanying comprehensive population phenomena; Lu examines the coping ex⁃
periences of Germany,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and other countries that entered the stage of negative pop⁃
ulation growth before China, and gives the inspiration from thes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for China.

With our joint efforts, we will be able to find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y to optimize the popu⁃
lation quality structure under the new normal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life of the people.
Organizer: YIN Deting
Key words negative population growth;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new demographic opportunity; talent dividend; popul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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